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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不同学科对认同问题的讨论很多，但在历史学内部，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与美国“新清史”

有关的讨论，以及美国《近代中国》“华琛专号”引发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与海内外中国研究对多元性的重视及

对大一统机制的探讨直接相关的。移民传说是讨论地域认同的一个切入点，它是 16—18 世纪地域认同不断

扩展，也即明清国家形成的重要表征。无论是对认同问题的讨论，还是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认识，都应被置于一

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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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地方、族群、社区等政治或空间实体为分析单元讨论认同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不同学
科的热点，论著以千甚或以万计。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意识形态导向的影响，也是中国这样一
个地域广大、文化多元、经过漫长且持续不断的国家建构过程的国家自身特点所致。
就中国历史上的认同问题而言，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讨论之外，近年来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话题，一

个是与美国的“新清史”有关的，因为强调了清代历史中的满洲或内亚因素，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另一个是与美国人类学家华琛( James Watson) 当年那篇关于天后崇拜的文章
有关的，前些时在《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和《历史人类学学刊》上也有一番争论，重新涉及中国文
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但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事实上，上述两个话题不仅关涉认同的问题，而且直
指认同问题的背后。
本文试图从学术史的梳理入手，以祖先移民传说为切入点，对上述两场讨论所关涉的认同问题有所回应。

一 从两场关涉“认同”问题的争论说起

2010 年，有一本关于“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的论文集出版了，它的书名叫《清朝的国家认同》。但通
读该书的序言和后记，并没有找到编者将“新清史”的讨论定义为讨论“国家认同”问题的任何说明。同
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名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学术会议，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也有一组关于
“新清史”的讨论文章，被归纳在“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标题下，但在序言和后记中同样没有任何解
释，编者显然认为这是件不言而喻的事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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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循一般的看法，把罗友枝( E． Ｒawski) 和何炳棣之间的辩论视为“新清史”讨论的缘起的话，他
们讨论的核心概念在是否“汉化”。“汉化”与否的确与“认同”有关，因为如果某个人群认同汉文化，就
等同于它“汉化”，但是，这与“国家认同”无关。罗友枝的文章强调了清朝成功的满洲因素，但有没有只
言片语说清朝就因此不是“中国”了呢? 没有。即使她在《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强调了中国与“满洲”帝
国的非同一性，也不能就因此证明她要把中国与清朝完全剥离开来。在该书中所收卫周安( J． W． Co-
hen) 对“新清史”的评述中，仍然没有提及“新清史”的诸多代表作尤其注重“国家认同”问题，包括欧立
德( M． Elliot) 的《满洲之道》。
恰恰是欧立德比较鲜明地挑战了清朝的“中国认同”问题:“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

我们可以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 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
一部分? 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
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①这样的说法不免让有些中国学者紧张起来，比如黄兴涛
专门撰文讨论清朝时满人如何对待“中国认同”问题，以回应欧立德的这种看法。②这可能就是上述两本
论文集以“国家认同”为主题的由来。
诚如欧立德所说，不仅清朝，历朝历代都不能直接“等同于中国”。唐朝可以吗? 南宋可以吗? 还是说

可以把辽、西夏、金和宋加起来“等同于中国”? 把清代中国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也可以把 13—14世纪的欧亚大陆视为一个“蒙古”帝国，而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阿拉伯等等都是其
中一部分。这样的做法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即使我们统统承认这些，也改变不了清朝、包括元朝，是中
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的事实;讲述清代历史，无论把它置于怎样的世界历史中，也完全无碍它是中国历史叙

事的一部分;无论是否仅仅称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也不可能把他称为俄国沙皇或美国总统。
欧立德为什么要担心把“清朝”和“中国”完全等同起来呢? 是因为在“清朝”，还有许多非“中国”

的东西而且被许多人视而不见吗? 众所周知，在唐朝也是有很多非“中国”的东西的，陈寅恪的《隋唐制
度渊源略论稿》就是讲这个的，大家也都接受多年，没有人整天去强调不要把“唐朝”和“中国”完全等同
起来，更没有人会因此警惕“中国认同”被削弱或者被消解。所以，在我看来，欧立德所针对的只是某种
历史常识，对此，我们不必紧张过度。即便清朝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满洲”帝国( 其实我们如果用
“中原王朝”代替“中国”这个敏感的字眼会更好) ，也无法挑战“中国认同”。不然的话，倒不妨请教一
下，晚清时期“满洲”帝国的四亿臣民( 或者更多) 是如何表述他们的国家认同的?
因此，与其拘泥于“新清史”语境中的某些过度挑战和中国学术语境中的某些过度回应，不如从事

实的层面去一一梳理彼时的人们是如何产生对清朝统治的认同的: 清初的遗民如何、农民军余部如何、
西南地区的土司如何、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先后如何……无论他们原来是属于哪个“国家”的。更为重
要的是，需要从事实的层面去了解，究竟何种认同对于人们最重要，并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建构。
第二个话题源自华琛 1985 年的文章《神明的标准化: 天后在华南沿海地位的抬升，960—1960》。③

在这篇文章中，华琛采用“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和“正统实践”( orthopraxy) 这两个核心概念，讨论了
中国何以促成了“文化大一统”( cultural unification) 。时隔二十多年，《近代中国》发表了一组文章，旧话
重提，由苏堂栋( D． Sutton ) 、彭慕兰( K． Pomeranz) 、宋怡明( M． Szonyi) 、康豹( P． Katz) 和鲍梅立( M．
Brown) 分别撰写文章，试图通过揭示地方礼仪与信仰中的“异端实践”( heteropraxy) 和地方精英的“伪正
统实践”( pseudo-orthopraxy) 策略，证明标准化机制或正统实践并不总是有效，所谓“文化大一统”迟至

2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 391 页。
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 《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

16—34 页。文中将《清实录》作为代表“满人”立场的文献，包括将康熙帝、雍正帝的看法作为“满人”立场的代表，都不十分严谨。
James Watson，“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960—

1960”，in 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and Evelyn Ｒawski ed．，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 292-32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晚清仍未完成。①

科大卫和刘志伟却对“华琛专号”这组强调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文章不以为然，他们以直接批评
的形式，辅以其研究团队中贺喜、唐晓涛、谢晓辉、陈丽华的个案研究，认为认识到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
应该只是继续研究的起点，而不应该是结论。②这个意思是说，在华琛的文章发表了二十年之后，这样的
表述已经成为圈内接受的常识，不能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视而不见，而应在此基

础上将对所谓“文化大一统”的机制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也即，在如此多样化的地方传统之上，是否存
在文化大一统( 文化一体性) ; 如果是，它是怎样存在的。显然，“华琛专号”的作者们并没有对此有明显
的异议。随后，苏堂栋又对科大卫、刘志伟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进一步争论他与科、刘对华琛的概念和
观点究竟谁理解得更为准确和到位，而科、刘对此的简短回应似乎比前面的长文更清晰地说明了双方的
分歧所在。③

虽然后一场争论远没有前一场那么引人注目，但以我个人之见，其学术价值要高于前者。正如二十
多年前华琛提出“神明标准化”和“正统实践”的概念是基于他对香港两个天后宫的田野研究一样，论争
双方在各自专号中的文章也都是具有田野和文献基础的个案。无论双方对华琛当年提出的观点以及华
琛之后的学术进展如何评价或评价如何不同，却都是在思考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或“一体性”，unity) 与
多样性( 或“歧异”) 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思考，不仅出自对具体的族群或社区的信仰与礼仪实践的
观察，而且被置于一个较长的( 从宋代到明清) 历史过程中。虽然在论争中，他们没有直接讨论“认同”
问题，但如果承认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就等于承认有一个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那里。
这两场讨论本来各行其道，互无关涉。“新清史”的讨论者或关心的是蒙古、西藏、新疆的文化歧

异，而不是“中国本土”( China Proper) 的文化歧异，或关心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文化策略，而不是民众的文
化策略及实践; 而“标准化”与“正统化”的讨论者虽然也把关注的时代定为明清，并一直注重明清国家
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但也没有特别思考清朝建立之后，地方传统多样性与文化大一统之间的关系是否出

现了什么新的变化。双方可能的交集发生在《帝国之于边缘: 现代早期中国的文化、族群性与边疆》一
书中，因为该书的主编是柯娇燕、萧凤霞和苏堂栋，而欧立德、科大卫、刘志伟都是该书的作者。④当然，
共享某些看法，但并不共享所有看法，是十分正常的。
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是“族群性”( ethnicity) ，这个关键词是柯娇燕、欧立德的核心关注，因为对于延

续着对“征服王朝”兴趣的北族王朝史的研究者来说，对于习惯于把中国当作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的外
部世界观察者来说，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是自然而然的，就像柯文( P． Cohen) 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强调
了区域研究改变了旧的中国研究范式那样，也就像科大卫和刘志伟批评“华琛专号”的文章注重地方传
统多样性没有新意一样。而“族群性”正是这种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强调的重要标签。
所以，在本书中，欧立德讨论的是“清代八旗的族群性”，⑤他拒绝认为“族群性”问题是与异类或边

缘问题直接联系的，因此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更大，但是，强调八旗的族群性特征依然不脱强调多样性

与差异性的逻辑。柯娇燕讨论的是“蒙古人的形成”，⑥她认为蒙古与瑶、疍或畲不同，其认同的形成过
程与满洲极为类似，发生于明末清初，甚至是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清朝的国家力量支持的产物。按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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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China，33: 1( 2007) ，pp． 3-153．
《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6 卷，第 1—2 期合刊，2008 年。
苏堂栋:《明清时期的文化一体性、差异性与国家———对标准化与正统实践的讨论之延伸》; 科大卫、刘志伟:《简短的回应》，《历

史人类学学刊》第 7 卷第 2 期，2009 年，第 139—166 页。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P． Crossley，H． Siu，and D． Sutton 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该文的中译本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 93—128 页。该中译本将 ethnicity译为“种

族性”，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在中文里，通常将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等视为种族，即英文的 race。
P． K． Crossley，“Making Mongols”，i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P． Crossley，H．

Siu，and D． Sutton ed．，pp． 58-8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看法，所谓蒙古的认同是由清朝所赋予的。她所针对的，是那种自有这个人群便自然有蒙古人认同的看
法; 她所强调的，是清代国家在蒙古认同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科大卫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柯娇燕的论点，他探讨了明代中叶大藤峡之役对于瑶人族群界

定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明代国家和地方利益的结合导致了珠江三角洲土著民族的汉化，但在广西却导
致了瑶人的土著化。在明中叶之后这里的身份边界被大大强化了，“16 世纪在两广出现了正统实践，同
时也出现了正统与歧异之间的分别。大藤峡事件正是这一分别的象征，甚至加速了这一分别的确
立”。① 虽然他比柯娇燕更强调地方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样主张明清之际的国家行为在瑶人的族群认同
过程中的作用。萧凤霞和刘志伟通过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市场、海盗与疍民的关系讨论族群性的问题。
他们试图论证族群分类是个变动不居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僵化的设定。他们认为“民”与“疍”都是
珠江三角洲的土著，他们之间的分别远比和畲、瑶之间的分别小得多，大体上只是陆上居民与水上居民
的差别，“疍”只是在沙田开发即水上人上岸的过程中被民田区的居民制造出的族群标签。②

苏堂栋认为，创造出一种主观上的统一性、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需要同强大的外来者遭遇才能实
现。所以，在 18 世纪的苗疆，边政官员、军队与大量汉人无籍之徒的进入造成了 18 世纪末的苗民起事。
帝国边略、皇帝的个性、地方官的不同立场以及各种地方性力量的选择，“抵消甚至颠覆了原有的族群
认同”，却使湘西苗民五部在苗民起事时达到空前的内聚。“不同的人出于相反的目的给予苗疆不同的
定义，但像其他边疆地区一样，苗疆也有助于定义这些人自己”。③

在“族群性”或“族群认同”的形成上，上述学者都共享某种对主体性的强调，都对“中心”和“边缘”
持一种相对的态度，都赋予族群认同一种变动不居的和多元的特性。另一点共识是，无论是满、蒙这样
的北方族群，还是苗、瑶、疍这样的南方族群，其“族群性”的确定或“认同”的形成都是在 16—18 世纪这
个时段产生的，这似乎与“帝制晚期”和“早期现代”这样的分期概念相吻合。不同的是，欧立德、柯娇燕
以及苏堂栋试图证明，他们的个案与清朝的满洲特性有直接关系，从而合乎“新清史”的主张，而科大
卫、萧凤霞和刘志伟则更多考虑的是明代的制度要素，其中，区域开发与国家户籍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联系到前面所述围绕“华琛专号”的争论，这些学者中的确有些更侧重强调族群认同形成的多样
性，有些则试图进一步寻找这些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机制。
因此，对认同的讨论应该置于如何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思考某种认同是否可以构

成历史变动( 比如多样性差异中的统一性走向) 的某种机制，才是至关重要的。

二 祖先移民传说与明代卫所军户制度

由于对“国家认同”的讨论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概念，比如较为侧重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形
成之后的讨论，而传统的国家又与王朝、政权、天下等政治或文化概念纠缠不清，特别是往往存在预设的
意识形态框架，所以，在对近代以前的讨论中经常陷于事实与概念无法对应的困境。而所谓“地方认
同”一方面牵涉到“地方”的概念，比如是否社区认同或族群认同都属于“地方”认同，另一方面，是否指
称“国家”的对应物，因此也会经常引起争论。在本文中，我认为与其纠缠于国家、地方等等具有复杂多
样指代的概念上，毋宁采用“地域认同”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指代比较明确的概念，即指人们对生活其
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地理空间之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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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考虑之外，地域认同的形成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地方认同的狭隘、稳定的理解，它是一种动
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是地方认同继续衍化的结果。同时，地域认同又往往是族群认同
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后者形成的早期阶段。因此，当我们讨论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的主题时，地域
认同应该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着力于发现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中如何产生出某种统
一性机制，必先讨论地域认同的形成及其衍化，这便是本文的目的。
对地域认同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切入点，比如从行政区建置、方言、族群等等入手，而本文只是试图

从明清时期的移民传说入手。这里的移民传说，指的是关于移民迁出地的传说，即关于自己的祖先来自
哪里的传说。我的假设是，关于祖先来历的移民传说的产生和传播，是地域认同形成的标志，也是国家
建构的民间基础。
有关移民传说的研究已有不少，如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 5 卷、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濑川

昌久的《族谱: 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牧野巽的《中国移民传说》等等，都有较多涉及。①其中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北方许多地区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华南客家的宁化石壁村
葛藤坑传说、四川移民的湖广麻城孝感乡传说、江西移民的瓦屑坝传说等等，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和解释。
南雄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很广，说的是南宋时宫中的一个妃子得罪了皇帝，从皇宫逃

出，逃到南雄珠玑巷。后来风声走漏，朝廷派兵剿灭，这里的人害怕牵连，连夜扶老携幼往南迁移到珠江
三角洲，于是这里的很多地方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移过来的。②刘志伟认为，如果把这
个传说认定为史实是不可靠的，但毕竟是重要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对区域历史的进程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同意科大卫的说法，认为这与明朝初年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的土著、贱民
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千方百计地希望政府把他们纳入户籍当中，为了与已经在籍的那些人保持一致，便

采用了南雄珠玑巷迁来的说法，以证明他们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统性。这个传说的普遍化是在面临入籍
困境的情况下造成的，是与明朝初年广东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的。③因此，无论是由于表面上的强调来
自中原正统的身份，还是由于背后所反映的对入籍的追求，在刘志伟看来，这一传说都是明清时期珠江

三角洲地区国家认同建立的手段和结果。
关于客家移民研究，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 1933 年) 和《客家源流考》( 1950 年) 实为奠基之

作。④他采用大量族谱资料，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客家来源于中原，其主要迁移过程从南北朝到晚清共有
五次，这也是相当长时间内客家研究界的主流看法。根据陈支平的看法，虽然罗香林当时强调客家与汉
人同源的观点，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社会意义，但同样通过对族谱的梳理，特别是对非客家系统的族谱的

梳理，及与客家系统之族谱相互比勘，可以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
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并无差别”。⑤在他的研究中，就其中原居地和南迁过程而言，客家
人与非客家人没有多大区别。他论证客家人初迁至赣南闽西一带，进而进入粤东北时，所受阻力不大，
但向西南方向发展时，就与当地居民发生激烈摩擦。随着冲突的激化，广东南部的本地居民就蔑称这些
外来者为“客民”，其时应在 16、17 世纪之交。⑥

陈春声对客家的研究也是以罗香林的客家研究为起点的。他发现在韩江流域，以语音作为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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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有关“客”的文字资料，见于雍正《揭阳县志》对清初当地的一次动乱的描述，说明在 17 世纪 40 年
代，“客”已成为当地人所接受的方言群体分类。到康熙年间迁界与复界时期，先有沿海讲福佬话的人
群进入客家山区，后有包括不同方言的人群迁入平原及沿海，随后便出现宗族大量建设的现象，许多族

谱中便出现了祖先自中原迁至宁化石壁，再迁到现居地的故事。直到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和晚清城
市的兴起，以及进化论思想的传播，才造就了“近代种族”意义上的客家。①他暗示，在晚明以前，当地是
没有“客”或“客家”这样的族群分类的，这个后来称作“客家”的人群应该同瑶、畲一样，是居住在南岭山
区的土著。
根据目前的研究，如果说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是本地的一部分土著、或者说是具有弱势群体地位的

土著制造的故事，而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大体如此，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则呈现出一些不同的

特点。首先，这个传说较多分布在今北京、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虽然其他省区也有分布，但呈距
离中原地区越远越少的面貌，因此并不一定具有强调中原正统身份的动力。其次，这一传说虽或通过口
述传统传承，或来自于墓志、墓碑，但也有大量见诸族谱，即与宗族的建构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地方的
宗族建构是否像华南一样与定居和赋役完纳有关，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第三，由于这一传说分布相对广
泛，并不像“客家”那样是某一特定方言群体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促成的结果。
此外，在山东地区呈现了祖先移民传说的不同空间分布。这里大量分布着所谓洪洞大槐树移民的

后裔，在胶东登、莱一带则多称祖先来自“小云南”，也有部分称来自四川“铁碓臼”，中北部多称祖先来
自河北枣强，南部有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东南部有称祖先来自“东海十三家”，等等。
这种状况似乎可以作为山西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的一个缩影。首先，虽然未必尽如

陈春声在前揭文中所言，中国是一个虚拟的“移民社会”，但的确有许多家族的移民历史是伪造的。其
区别在于，边陲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多将自己说成来自中原，且历史久远; 而腹心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

只是讲从甲地到乙地，这些迁出地甚至籍籍无名、难以稽考。其次，在中原社会或者明清帝国的腹心地
区，与边陲地区的人群分类不同( 其实，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当这些地区未必处于腹心地带时也同样) ，

后者可以根据方言、信仰、生计模式等等分为“化内”的人群与“化外”的人群，或者称为“编户齐民”与
“无籍之徒”，也就是“汉”与“夷”之别; 但在前者那里，基本不存在这样的区分: ②大家都是“化内之民”，
都是在籍人口，甚至代替方言的官话也很通行，但即便如此，包括这些地区自称为特定族群( 如明代的

蒙古、回回，清代的旗人等) 在内，他们的祖先移民传说是否是另外的历史过程的表征?
在我对洪洞大槐树传说的研究中，提到民国编纂的河南《获嘉县志》中感慨如今的人都说自己迁

自洪洞，却不说自己是土著或明初军士，说明明初卫所制度的设置，对祖先传说的产生具有较大的影

响。③在记述祖先迁移的时代最集中的传说中，明初洪武、永乐这个时间段是最为普遍的，而这正是卫
所设置和军人调防最频繁的时期。到宣德、正统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同时由于朝廷的
制度做出了调整，卫所军人改为就近赴卫承役，无需长途跋涉，所以，制度所规定的全国普遍流动的

移民行为大为减少。
特别重要的是，明代卫所军户制度不仅制造了原籍军户和在卫军户的分离，从而导致大量原属

同一户的人口异地而居，而且，由于补役、袭职，以及此地的军户在彼地屯田，导致两地人口的不断联
系。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明代中叶以后许多地方军户家族族谱的编纂和宗族的建构，是为了对付军
役而采取的策略。在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了祖先移民传说主要记载于族谱与祖先系明初军户亦大量
记载于族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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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山东胶东地区的“小云南”传说，主要来自登、莱一带，特别是灵山卫、鳌山卫、海阳
所等地，这些地区的族谱多有记载其祖先来自云南乌撒卫; 而辽东地区的“山东小云南”传说，则记述其
祖先来自山东登、莱，祖籍云南。①众所周知，明代辽东地区均为实土卫所，极少州县设置，而山东行都司
与辽东都司具有直接的行政关系。如果这类传说反映了某种历史真实，这些传说只是反映了卫所军人
不断调防的历史，至于祖先入籍何处则是较难确定的。同样，根据徐斌的研究，鄂东地区的大量族谱均
记载其祖先来自“江西瓦屑坝”，是由于元末江西饶州人吴汝及其部将黄荣在鄱阳湖之战中为朱元璋立
下大功，后黄荣任黄州卫指挥，麾下军人及其军户便成为这一地区的势族。在明初编户入籍的过程中，
更多的人在建构宗族时附会这批军人的原乡便是可以理解的。②在我所见到的四川西昌、宜宾地区的族
谱中，称祖先为军户且同时称祖先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说法也很常见。有意思的是，在我所接触的自称祖
先为回回的明清族谱中，大多数都有卫所军户的记录。
当然在族谱中，并不都能发现关于其祖先属于明代军户的记载，比如，自称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

代分布极广，需要对各自入籍所在地区的历史分别进行研究，才有可能知道他们各自的真实来历，然

后再去研究他们为何都去附会大槐树传说。有学者注意到，在河南的内黄一带，存在“异姓同宗”现
象，即现今虽为异姓，但族谱记载原为同宗。一类是由于政治避难，如本为蒙古人，入明后被迫将其
五子分别随妻妾改为五姓; 或为元官，明初逃入内黄，入赘妇家，四子一女中或从妻姓，或李姓，五世

后又或复原姓。另一类为原住民，因元末战乱，一地仅余两姓一男一女，婚后二子各承一姓。第三类
为洪洞移民，原为一姓，迁入内黄后其中一人改姓，死后并排立墓，称“双立祖”。③虽然族谱或墓碑并
未清楚记载其有军户身份，但所说这三类情况，一是都将其事定时于明初，显然与明初编户入籍的执

行有关。二是所谓异姓同宗的现象，与后来常见的因某种需要异姓联宗不同，倒非常可能是明初垛
集为军、将不同家庭三丁以上者抽一丁合户为一军户的历史记忆。④也有可能是因为避役改姓，单立
一户。
虽然在边陲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中，与明初卫所军户有关者更为常见，但本文并不是说明初所

有的移民都是卫所军户，而是试图证明: 第一，祖先移民传说将原乡归结为少数很难理解的小地方

( 如大槐树、枣林庄、瓦屑坝等) 所导致的疑惑，也许与卫所军人的遣戍、调防有关; 第二，卫所军户制
度造成了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最为频繁的、成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明初的许多地方，他们成为占有
一定优势地位的人群，所以虽然未必人口规模最大，但其来历却成为周围人群附会的对象; 第三，无

论是否卫所军户，假如祖先移民传说多与明初入籍有关，传说中的原乡必定对这些人入籍有利，否则

便很难给出解释。
祖先移民传说所反映的地域认同与其他文化现象所反映的地域认同有所不同，比如同乡会馆当

然表现出某种对原乡的地域认同，但它们大多反映的是一时乔寓异地、或者迁入该地时间尚短的人
群心态，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为实用的功能; 而移民传说则可以在数百年之后、移民早已土著化之后
依然脍炙人口，在社会生活中多为象征作用。但二者之间也有共性，即如程美宝所指出的，地域性文
化标签往往是在异乡得到强化的，⑤移民传说亦是如此。但之所以如此，是移民传说最初往往是移民
在异乡的生存策略，后来可能演变为地方为显示其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包容性而打造的标签。无论
如何，与其说它反映了对原乡的历史记忆和地域认同，不如说成为在现居地地域认同形成过程中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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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参见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傅辉:《华北移民后裔异姓同宗现象探微》，《寻根》2006 年第 5 期。
参见赵世瑜:《两则墓志所见之明初军户的垛籍》，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上)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程美宝:《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三 地域认同与明清国家的形成

从各个地方的区域历史结构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同祖先移民传说的存在与传承，无论其在不同历

史时段的意义有何变化，都并不意在割裂或阻碍某一地方的地域认同。对于那些本来是土著却附会移
民传说的人群来说，就更是如此。在最初阶段，制造或传播这一传说如果是为了便于入籍或者在此地定
居，如果这样的传说需要得到原住民或者在籍人群的接受，那更会有助于对本地的地域认同。
以往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讨论，更注重王朝开创时期的文治武功以及各项国家制度的创设、传承和嬗

替，这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国家对版图及其中不同人群的有效管控，或从另一面说，版图
内不同人群对新建国家的加入，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与文治武功、各项制度有直接关系，
当然不能只考虑国家的巨大推力，也需要观察地方的能动。
明代国家的形成之初，并不试图维系元朝的巨大版图，其统治集团也不具备蒙古人那样的能力，对

北部草原和西部高原形成直接的支配。但在一个相对内缩的版图内，通过各项国家制度，强化对土地、
人口的管控，形成比元朝更强的内在凝聚力，只是在明代中叶以降全球性变化的背景下，由于区域开发、
人口流动性加大、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加大等原因，开始逐步向外扩展。而清代国家的形成，正是继
承了这二者的双重遗产，是元明国家发展的合理延续。因此，从明到清，正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本文提及的祖先移民传说，考其源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和传布的。根据现有的研究，这

类传说最早产生于明代中叶，按照徐斌前述研究，鄂东地区的江西饶州瓦屑坝传说在明正德初年即已存

在，但至迟到清康乾时期便在当地广为流传。①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雄珠玑巷传说也大体类似，出现在
明代中叶以后的族谱中，到清代大为普及。华北各地的洪洞大槐树传说在晚明已有蛛丝马迹，真正广泛
流传则到了清中叶以后。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此类传说都见诸族谱，而各地族谱的普遍修纂是在
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的缘故，因此这些传说的口头流传应该略早。
边陲地区的移民传说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无论是否土著，这类传说往往以中原某地为原

乡，目的在于确立某种正统性的身份。除了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外，西部地区多有祖先来自南
京珠玑巷的传说。比如我所讨论过的云南腾冲董氏，根据其家族流传下来的明代军官的承袭供状，本为
当地土军，只是到清代嘉庆时编纂族谱，建造祠堂，才称祖先是南京人，再晚则细化为应天府上元县胡树

湾人。②在青海某些回族和土族的口述传统中，也有祖先是南京人的说法。而自称来自南雄珠玑巷的粤
人，既有较早入籍的民人，以此将自己与瑶、疍、畲人相区分，也有开发沙田的瑶、疍、畲人，以此将自己的
族群身份转化为汉。由此，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人群( 或族群) 逐渐共享了同一个祖先移民传说，
从而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域认同。同样，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具有一个中原身份的前提，以
此形成了围绕南岭山区的各个山地开发人群的地域认同。
如前述，腹心地区的移民传说具有不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塑造中原身份的动力。在我看来，这可能

是由于清初乱后，北方土地占有剧烈变更、卫所制度裁撤，屯田、民地、旗地纠缠不清，故为重申地权而创
造出来的身份确认的产物，即强调自己是明代军户。被作为洪洞大槐树移民正史证据的往往是《明太
祖实录》的十几条记载，如: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壬申，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

千七十二顷”。
同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

军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
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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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丙寅，“上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
民众而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

部榜谕”。①

引述者大多未注意到，洪武年间迁民的建议本来是户部官员提出来的，朱元璋最初也将批示下于户

部，但具体的操作，却很多是由后军都督府来进行的，而后军都督府恰恰是京师内外都司卫所的上司机

构，武官选授、军伍清勾，以及屯田事务，正是它们的主管职责。后军都督府除主管在京属卫外，也是北
直隶诸卫( 初北平都司、行都司) 、山西都司、行都司以及大宁、万全都司的上司机构。上述地区，既是明
初山西移民传说中的主要迁出地，也是其主要迁入地。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判断这些移民迁徙后是
否仍属民户，但从操作来看，是纳入到卫所系统中的。
在近年对山东聊城地区各市、县( 即明清东昌府) 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这里是山东传布山西洪洞大

槐树传说最广的地区之一，有些县持此说法的村落甚至高达 90%以上。在至今尚存的成化二十二年
《重修东昌楼记》和嘉靖十二年《重修光岳楼记》的碑阴题名中，留下本地武官刘氏的姓名，据万历《东昌
府志》及乾隆《东郡刘氏族谱》，该人正是后军都督府的职衔。刘氏祖上为南直隶沛县，后落籍平山卫，
在“靖难之役”前后立下功劳，五世刘汉任山西行都司平虏卫指挥、大同总兵，六世刘宠任山西都指挥佥
事，隶太原前卫，于是家族成员与山西有了联系。这一家族虽然并非自称来自山西洪洞，但其身份却把
官私文献中的东昌府、后军都督府、山西等要素勾连了起来。
事实上，在不少地方以前自有其独特的祖先移民传说，但逐渐被淹没在主流话语的浪潮里。山西晋

东南的许多地方，明清之际还多称来自高平赤土坡: 如万历时进士卫一凤，“其先自高平赤土坡迁阳
城”; 万历时举人张廷芝，“其先高平赤土坡人”; 顺治年间进士乔映伍的墓志中说其祖先由陕西龙桥关
迁山西高平赤土坡，再迁阳城。但到今天的调查中，人们已失去了对“赤土坡”这个名字的历史记忆，大
多改称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了。原乡从寂寂无闻的小地名改为脍炙人口的大地名，当然也反映了地域
认同。
无论如何，祖先移民传说与明初的定居与开发史有直接关系，而不同人群从这里那里来到一处定居

和开发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地域认同逐渐形成的过程。
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定居与开发的历史，不仅是明清时期普通人的历史，也是明清国家形成的历

史。我们知道，明帝国获得的疆土遗产，一方面是蒙古人空前广大的疆域，另一方面是这一广大疆域内
部的非均质化，即存在许多“地理缝隙”。其中既有处于边陲的较大的“缝隙”，也有处于内地的较小的
“缝隙”，它们或与中央、或与区域行政中心的关系还是非常疏离的。因此，除以州县系统管理国家的
“编户齐民”之外，则以卫所—羁縻卫所( 土卫所) —土司系统管理边陲地区( 外边) ，以内地卫所系统管
理腹地的“地理缝隙”( 内边) ，即非编户齐民，或将其化为编户齐民。整体而言，土司虽是国家设置的地
方行政机构，但具有明显的“在地”特征，而卫所则更具帝国“代理人”的特点。于是明朝对边陲的控驭
就与元朝有了显著的不同。
清代延续了这一过程。起初，东北和蒙古地区属于“禁地”，但与中国南方的开发向山区拓展、向

云、贵、桂等西南边陲地区拓展一样，北方民众开始向东北、内蒙古地区迁移开发。随着“闯关东”和“走
西口”的浪潮，“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在内蒙古、“山东小云南”传说在东北广泛流传开来，这些移民传
说便将地域认同从长城以内扩展到长城以外，清代国家的版图就此奠定。
明清国家的形成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吗? 明与清的制度( regime) 当然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强调清代

之内亚因素的“新清史”这样认为。但就原属明代版图的部分而言，我认为是可以一起讨论的。为什么
大家都看到了 16 世纪以后的变化? 套用过去称呼近代史的说法，明代也是“两个半”: 前一半是与元代
国家的纠葛，后一半是开启了清代国家的新变化。所谓与元代国家的纠葛，是说明前期延续了元朝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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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管控体制，比如在内地实行按役分户、配户当差的制度，在边疆实行土司———卫所双重管理制度
等，以不同的统治模式将国家与人民、土地连接起来。但到明代中叶、也即大体上的 16 世纪以后，这些
制度开始松动，甚至瓦解，民户中的里甲制、军户及匠户制度等都发生了变化，边疆地区开始改土归流，
卫所开始在地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我们所熟知的财政制度改革，在明代中叶后订出原则，入清后基
本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宋至明中叶国家对于百姓( 包括各类户) 相对随意性的榨取，逐渐变为按
照比较规范的原则和标准( 财产) 来获取。上述变化自然强化了人口的流动性，这进一步促动了国家对
边陲地区的管理从羁縻性的间接治理逐渐向直接治理过渡，在内地实行的原则和标准开始在边地推行。
清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支配方式几乎完全沿自明代，只是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支配的强度加大。所以，
自 16 世纪开始的一个新的“国家”的形成，到 18 世纪的清代才告一段落。
本文几乎没有涉及清代国家制度的新变化，或“清的形成”，这需要另文讨论，以回应因“新清史”而

引发的相关问题。一个粗略的看法是，无论对“旧疆”还是对“新疆”来说，无论统治者的身份还是国家
的制度有怎样的差异，基本的走向是具有连续性的，清与明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断裂。诚然，内亚因素
的加入极大地影响了清代国家的形成，但华南和西南的开发也极大地影响了明代、特别是 16 世纪以后
的明代国家。

16—18 世纪，在这个由于上述变化导致人口流动性加大的时期，正是各种祖先移民传说从萌发到
广泛流传的时期，也是从更早的口头流传变成文字记录的时期，也即为士大夫传统所接受和利用的时

期。这些传说故事不是像其表面上那样反映了某种地方认同，或原乡认同，而是由于不同的人群出于不
同的需要共享某一传说，反映的是超越地方的认同，即现居地区的地域认同。这种认同的过程与特征与
族群认同有些类似，因为族群认同也可能是超越地方的，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本文前面所提“族群性”讨
论的学者将南北方许多不同族群的认同形成也置于 16—18 世纪的缘由所在。
如前述，随着清代的移民运动向西部和北部扩展，移民传说也逐渐在这些地区广泛流传，它和其他

的文化标签一起，扩大了地域认同的空间，成为不断丰富和逐渐定型的国家认同的表征。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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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Immigrant Stories”to Ｒegional Identity: The Formation of the
Ming-Qing States ( by ZHAO Shi-yu)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heated discussions around the topic of identity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re-

cent years．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history，particular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iscussion on“new Histo-
ry of the Qing Dynasty”，as well as the dispute on the special issue of James Watson in the America-based
Modern China，which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ress on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inquiries into the mecha-
nism of unification in the China studies at home and aboard． The immigrant stories could be a break through
point for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gional identity． They were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
gional identity，namely，the formation of Ming-Qing states from the 16th to 18th centuries． However，both the
discussion on identit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Ming-Qing states should be put in a concrete histori-
cal context and a spatio-tempor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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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KUＲA Tenshin's Theory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 by MUＲATA Yujiro)
Abstract: As a thinker and a founder of the history of art in modern Japan，OKAKUＲA Tenshin( 1863—

1913 ) traveled to China four times in his life and wrote a lot about China． In his unique and pioneering theory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he compared China with Europe and
considered that China is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e political groups． Even today，his particular analyses of the
diversity of China's geography and space will provide many important clues for us to rethink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e momentum that has molded“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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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Northwest”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by YOSHIZAWA Seiichiro)
Abstract: The word“northwest”in the discussions on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

nasties referred to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including Beijing sometim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the bureaucrats in the Qing Dynasty called the regions of Shangxi，Gansu and Xinjiang
“northwest”in coping with the rebellions of Muslims and the issue of Yili． The word“northwest”hadn't be-
come a name of an internal region in China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expression of“our northwest”in
the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of The Voice of the Xia ( Xia Sheng) tells us that it was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territory and maturity of regional identity in each province that the new mean-
ing as a region，in addition to its original meaning as a direction，appeared． After the revocation of the large
“northwest”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1954，the word“northwest”remains to refer to a geographic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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